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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丁瑜先生点滴及三部文稿的整理 

程有庆 

我和丁瑜先生是同事，但论起年龄和资历，却和他差着很大的辈分。丁先生

早在 1949 年即进入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工作，先在中文编目组，六

十年代初调到善本部，是善本组的老员工；而我 1984年 11月才来北京图书馆（国

家图书馆前身）善本组工作，当时丁先生已 58岁，我 25岁。 

我最初知道丁瑜先生的大名，是在即将来北图工作之前。大概是 1984年 10

月或 11月初，《光明日报》刊登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文物鉴定委员的名单，其

中有启功、朱家溍、顾廷龙、傅熹年等众多知名学者，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两位

古籍专家冀淑英、丁瑜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因名单是按姓氏笔画排列，所以丁先

生的名字位列第一，冀淑英的名字排在最后，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初到善本组工作时，冀淑英、丁瑜、陈杏珍三位先生正做《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的编纂工作，不在善本组里办公，以至有挺长一段时间，我对丁瑜先生是

只知其人，未识其面。然而，我对初次见到丁先生的印象竟是极其的深刻。 

那是 1984年底或 1985年初某个周六的下午，善本部党支部在北海老馆一号

楼前厅西北角的善本阅览室召开新党员薛殿玺、黄润华转正的会议，身为普通群

众的我，窃喜不需参会而可以利用时间看书去。没承想，组里有着多年党龄的邢

秀珍老师要求我也参会，我推说自己思想落后，不具参会资格。不料她竟以不容

商量的口气说：“年轻人都要要求上进，你一定得参会。”我初来乍到，哪敢违抗？

只得不情愿地进入会场，缩在角落里旁听。 

那天的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几乎所有人都发了言。主题之外，更多的话题不

自觉地涉及到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过的那些个事情，人们各以自己的亲

历，相互补充、印证着某些事情发生的过程及细节，场面非常生动。由此我一下

子面识了善本部许多的人，知道了图书馆许多的事。 

令我颇感惊讶的是一位老员工所做的自我批评。他深刻检讨了自己心中某些

“不良”的想法，由于对私心揭示得太过彻底，真可以用那个年代常说的“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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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来形容，一个人当众能说出如此坦诚的话，让我感受并见识到了怎样才算

得上真诚与善良。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料定这位面容慈祥的发言人一定就是自己

未曾谋面的丁瑜先生。果不其然，紧接着徐自强先生的发言证实了我的猜想，他

说丁瑜先生的发言使自己深受感动，并也同样坦诚的检讨了自己曾经闪念过的私

心。“要斗私批修”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风潮，我从小学到中学，有

过无数次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对于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空话、套话，早已

司空见惯。但这一次，我真是深深地为两位先生无情解剖自我的勇气所折服，由

此执着地认定他们都是好人。 

许多年来，我多次和同事们说起此事，为自己有幸参加这次会议而感到高兴。

前一阵子在家和父亲闲聊，说起 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宋尤袤刻本《文选》，

才知道当时曾通过白化文先生向北京大学王重民先生求助，白先生转达王重民指

示，到北图找他的两个学生帮忙，这两个人正是丁瑜和徐自强先生。《文选》的

影印出版，应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1985 年底，善本组办公室由中通道搬到 1 号楼前厅的西南角，古籍善本总

目办公室也搬到隔壁朝西的房间。由此，善本组年轻员工与做古籍善本总目工作

的几位先生的接触稍稍多了起来。三位先生时常进善本组办公室来查阅善本编目

草片或分类卡片目录，丁先生每次来去都是轻手轻脚，遇见我们年轻人，虽然说

话很少，但总是含笑微微点头，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每当我们问丁先生是否需

要帮忙时，他都微笑着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你们忙你们的。”但如果是

遇见王玉良先生，丁先生往往就会主动与他交谈上几句。由此我知道，丁先生与

王玉良先生的关系极好。 

1988年，善本特藏部由北海老馆搬迁至白石桥新馆。“全国古籍善本总目”

办公室先于善本组搬迁，善本总目办公室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集部书的目录

卡片（另有很多经部、丛部的卡片），数量很大，目录柜有七、八个之多，我看

到冀淑英、丁瑜、陈杏珍等先生都在紧张地整理杂物，捆绑工具书和目录卡片，

非常忙碌。三位先生中，陈杏珍虽然年纪最轻，但身体不好，诸如捆箱等重一些

的活儿，丁先生都抢着干，累得他满头大汗。善本组年轻人对善本总目及冀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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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瑜、陈杏珍先生一向高仰，见此情形，立即组织人员前去帮忙。李际宁负责挪

柜，并帮着我装箱、捆箱；陈红彦、胡谦、傅敏帮着捆工具书，并负责把目录卡

片从目录屉中取出，穿线捆绑；拓晓堂、张胜利负责各类箱、柜、家具的转运。

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好像只有两天工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完了。冀淑英和丁

瑜先生身为著名古籍版本专家，而且都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在搬迁过程中，

他们却不失图书馆员“勤杂工”的本色，着实令人钦敬。 

二十世纪 90年代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顾廷龙先生来北京，居住在

地处北苑航空城的儿子顾诵芬家里，我曾去家中探望。后来善本总目的几位先生

去看望顾老，好几次都由我带路，指引馆里司机开到北苑。总目的编委会，有两

回是在顾老家中开的，中午大家就在顾老家中吃饭。我一个局外的年轻人，有幸

旁听了总目的编委会。印象中，会议没有开场白式的套话，先由冀淑英先生汇报

总目工作进展情况，然后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冀淑英、沈燮元、丁瑜、

陈杏珍依次发言，大家畅所欲言，各自说出自己的想法。丁先生本性谦逊，不很

善于表达，他的发言一般总是最短，说完之后，就静静地听大家说，顾老有问则

答，否则基本不再说话了。相对而言，沈燮元先生说话比较自如，发言也稍长一

些。顾老就大家的问题说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要加快工作的进度。会议的具体

内容全忘记了，但和谐的气氛给我印象极深。在此前后，我参加过不少图书馆的

古籍会议，尤其是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的讨论会，见过持不同意见的几方争论

得不可开交的场面，每每这个时候，就会联想起那次总目的编委会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它对于古籍版本的

鉴别以及古籍的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这样一部大型书目的产生，实

在是太不容易。按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不是深受广大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 1975

年于病床上提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外加遇上改革开放之初

那个全民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好时期，这个“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是不可

能编制出来的。因此，我从心底里敬重所有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

的人员。 

沈津先生在《延年集序》中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从编纂到出版费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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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之久，完整经历初审、复审、定稿工作的总共九人，这些人为《全国古籍善

本总目》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深有同感，《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纂委

员会属于临时性机构，实际参与此项工作的单位、人员众多，而项目完成以后，

机构、人员也自然撤销、解散。但编委会所有人员当年在艰苦条件下奋力工作的

情况，应该有文字记述下来才是，这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不应任其湮灭。1 

大致在 2001 年冀淑英先生去世以后，我就不断地怂恿丁瑜和沈燮元先生撰

写回忆总目工作的文章，我甚至以这样的理由胁迫二老：如果您二位亲历编纂全

过程的人不写，就有可能造成总目编纂工作部分历史的消失。二位老先生虽然认

可我的观点，但他们做事谨慎，都没有贸然下笔。丁先生曾这样回答我（大意）：

“回忆历史必须与事实相符，我担心一言不慎，造成误解。先等等吧，或许哪天

我心绪到了，再写。”2019年春节前，我和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善本组组长李坚

去看望丁先生，又说起回忆总目的事儿，丁先生说：“我现在思路差了，你们动

员沈燮元先生写吧，我可以帮着补充一些回忆。”2019年 5月下旬，我受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指派，由冯坤博士陪同，和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先生一起前往镇江图书

馆、南京图书馆核查古籍版本，见到沈燮元先生，说起丁先生希望沈老撰写回忆

总目文章的事情，沈先生高兴地说：“找机会和丁瑜先生见面，两人一起回忆总

目的情况，可以相互补充、印证。” 

二十世纪 80 年代，北京图书馆及各个部门有逢年过节看望、慰问退休老员

工的传统。我进入善本组工作以后，除在组长王玉良先生指导下学做各项业务，

还经常跟随他四处去老同志的家里探望，我们一起去过赵万里、陈恩惠、许汉中、

范惠芳、马侗瑾等人的家。丁瑜先生家的老宅在延年胡同，我随王玉良先生几乎

每年都去，而且平常的日子，也去过很多回。每次去，往往会交谈很久。我就是

通过二老的谈话，知道了一些善本部的往事。也因为这些个的缘故，我和丁先生

的关系也日渐亲密起来。 

前不久读到赵宣先生所著《口述史视阈下的古籍版本鉴定研究》，其中介绍

丁瑜先生时，说我与丁先生亦师亦友，这显然不太准确，其实丁先生和我就是前

1
 参见秦晓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史研究》，《山东图书馆学刊》2020 年 2 期；韩锡铎《中国古籍版

本学破天荒的评论著作》，《图书馆学刊》2019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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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先生与晚辈同事间的关系。但不得不说，丁先生对我确实很好。大概 2012 年

秋季的一个下午，我因颈椎、腰椎难受，去医务室拿药，恰遇丁瑜先生由女儿丁

欣陪着也来馆里报销医药费，丁先生见我身体不适，问明病情，嘱咐我好好休养，

并告诉我有一种比较对症的药膏可以试试。哪知分别约一小时左右，丁先生竟拿

着水果和刚刚他介绍的那种好用的药膏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真是惊慌失

措，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因为丁瑜先生的缘故，我参与了三部书稿的编辑与整理。第一部文稿是施廷

镛编著的《丛书综合目录》（即《中国丛书综录续编》）。施廷镛先生是图书馆学

界的老前辈，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司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

等多个单位，著述很多。 

《丛书综合目录》为施廷镛先生生前所著，然而属于未完稿。1994 年，施

廷镛长子施锐先生与齐鲁书社签订该书出版合同，后因内容与《中国丛书综录》

雷同较多而被退稿，随后又联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参照《中国丛书综录》的编辑体例，《丛书综合目录》书后应附有四角号码

丛书书名索引及丛书子目索引。因熟悉四角号码的人相对较少，施锐先生请丁瑜

先生帮忙。丁先生经与王玉良先生相商，得知我之前曾摸索过四角号码输入法，

编辑四角号码索引不太费劲，便嘱咐我尽量帮施先生的忙。 

施锐先生来图书馆找我，不只要我编索引，还希望我能审理书稿。经查原稿，

很多丛书只有总名，缺少子目；还有些书，缺失编纂者，甚至有未列版本的现象。

很显然，像这类内容有待完善的稿子，还不具备编制索引的基本条件。我向施锐

先生说明原因，意图回绝。施先生见我退缩，焦急地说：“我已 70多了，就想完

成这个事。我有血压高，着不了急，请帮帮忙吧！”见施先生心情如此急迫，我

勉强答应只编索引，但审稿的重任则不敢承当。不料，施先生见我答应下来，又

拿出一段文字，叫试着标点，挑明说要“看看你的水平”。我当时真是大臊，但

碍于丁、王两位先生的情面，还是努力标点了。后来看到《〈中国古籍版本概要〉

的标点文字错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 年 1期）一文，才理解施锐先生为

什么会向我提出那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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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始料不及的是，这部书稿花了我约半年的业余时间。因为书中有大量的

条目需要补充丛书子目，多亏组里同事唱春莲老师出手相助，帮我打字输入了很

多补充的丛书子目，否则会花费更长的时间。编制索引时，施锐先生又提出需增

编子目分类索引，这等于是给丛书所有的子目进行分类，大大增加了工作的繁琐

和难度。 

2003年，这部书稿改名《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终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

版。但书名更改得不够恰当，因为其中有不少内容已见于《中国丛书综录》，“续

编”的称谓显然名实不符。施廷镛先生对古代丛书深有研究，其原作《丛书综合

目录》的编撰早于《中国丛书综录》，二书内容有所重复，应予理解。 

第二部是王雨先生的文稿。王雨字子霖，早年在琉璃厂经营藻玉堂，与众多

知名学者、藏书家及图书馆相交往，蜚声于京都古书业。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

他介绍山东海源阁主人杨敬夫将残阁遗存的几十种宋元珍本以 8 万银元抵押于

天津盐业银行。1945 年抗战胜利以后，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将这些

珍贵书籍全部赎出，拨交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典藏。这是王雨先生为保护国家珍贵

古籍做出的重要贡献。 

已故历史博物馆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早年就读辅仁大学时，就听余嘉锡、赵

万里二位先生讲，王子霖是琉璃厂有见识的通人，曾为梁启超先生所称道。二十

世纪 60 年代初期，王子霖曾受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顾问，并在历史

博物馆讲授过古籍目录与版本的课程，史树青先生即是当年的听课人之一。 

大约 2001 年，王雨先生的孙女王书燕女士为出版祖父的文集，找到中国历

史博物馆，朱凤瀚馆长予以热情接待。史树青先生得知出版王雨文集需找熟悉古

籍版本目录的人帮助整理时，给予了特殊的关心，他特地找到常与自己一起参与

文物鉴定活动的好友丁瑜先生说：“请你一定要帮帮她，就把这个事情承下来吧。”

丁先生当时年事已高，无力亲为，便向王玉良先生说明情况，请他把这个事情承

下来。王玉良先生 1996 年退休后，一直在位于六部口的北京文史馆帮着管理图

书资料，还承担了馆属刊物《北京文史》的编辑和稿件审校的任务，馀暇不多，

便打电话召我去北京文史馆，命我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我素知史树青、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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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良相互间的笃好关系，今见几位先生以同样的话语相递重托，便打消原本想

要拒绝的念头，承应努力去做，并请唱春莲老师和我共同做这个事。 

王雨文稿分为《古籍版本学》《古籍善本经眼录》《日记、信札及其他》三部

分，总名《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其中《古籍善本经眼录》内容为王雨先生

平生经眼善本古籍的记录，排序比较凌乱。原稿皆以毛笔所书，字迹比较潦草，

文字辨识困难较大。好在其中很多的书籍已收归我馆，需要时可以查看原书。对

于本书的整理，唱春莲老师花费的精力比我多。我们主要结合有关书目，对书名、

作者、版本等各项内容一一核检；依据古籍著录的规范，补充完善各个项目；对

提要性的文字，添加标点。整理完成后，王玉良先生又对书稿做了最终的审校。

至于《古籍善本经眼录》的书名，也是王玉良先生和我一起拟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古籍善本经眼录》中附有袁克文 1915—1918年日记中的购

书记录，实为研究珍本古籍流传极其重要的资料。王玉良先生看到这部分文字，

非常的重视与兴奋，他认真予以整理，并在《前言》中特别指出，若非王子霖先

生有心摘抄，极有可能失传于世。 

除此之外，我还审读了《古籍版本学》的校样，改正了少量的误字与疏失。

如家刻本一节介绍《清平山堂话本》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我删改后添加上去的。 

第三部整理的文稿即丁瑜先生的文集（《延年集》）。这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办公室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交给善本组的任务。与前两次勉强参与文稿的整理不

同，这一次我是愉快地接受了组里给我安排的任务。 

我的任务之一是为收入文集的文章分类。学人出版文集是中国古代的传统，

而古人文集大多是按类编排。丁瑜先生毕生与古籍打交道，编辑他的文集，当然

宜于沿袭传统的类编方式。因此，我将丁先生历年所写文章依内容简单归为四类：

a综论版本、目录学的，b具体研究、论述某部古籍的，c序、跋的，d纪念、杂

忆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有一个大致的文章排列次序。 

丁先生的论著有与肖振棠合撰的《古籍装订修补技术》。此书初写于 1964

至 1965年，1978年修订删改，1980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初到善本组时，

王大可副组长要求我学习的书籍中，就包括丁瑜先生的这本大作。当时我还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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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出版之前，丁先生曾问序于人，但或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或属于合作等原

因，竟无人承应。这也导致丁先生本人很少向人提起自己的这部著作。而且，由

于是合著，丁先生也不太愿意把这本书纳入其文集之中。 

其实，《古籍装订修补技术》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如其《后记》所言：

编辑这样一本书，“为了使这项濒于灭绝的传统工艺得以保存”。“本书的作者之

一，肖振棠同志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从事古旧书装订工作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他五十年来工作的经验介绍。”丁

瑜是富有实践经验的古籍版本目录专家（当年他一句“《永乐大典》栏线上下有

针眼”，我谨记在心），肖振棠是人所公认、实打实的古籍修复专家，二人合著《古

籍装订修补技术》的权威性，需要质疑吗？ 

近些年来，我们特别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技艺的传承。《古籍

装订修补技术》实属首次将古籍装帧修复工作的实际操作过程、经验用文字记录

下来的著作，为后人的研究与利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丁瑜先生对古籍保护

事业做出的具有开创性学术贡献。 

按照古人的先例，个人的文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即所谓只收部分著述的“文

集”，常见的主要收诗歌、散文；一类即所谓的“全集”，不论类别，所有著述一

概收入。丁先生已九十高龄，他的文集，当然宜于采用全集式的编法。因此，善

本组及张志清副馆长等一致认为，文集收入《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更有利

于人们了解丁瑜先生的学术成果及学术贡献。 

《延年诗草》收入《延年集》，算是一种机缘。诗缘情，按丁瑜先生的性格，

一般是不太愿意把表露内心情感的诗歌轻易发表出来的。或许是出版他的文集特

别高兴，导致他下决心把自己珍藏的诗作拿出来一并出版。丁先生把《延年诗草》

交给我时，非常认真的对我说：“你给看看，放在集子里行吗？我全听你的，你

说了算。”同时一再叮嘱我不要给别人看。我为自己是《延年诗草》第一个读者

而高兴，但由我来定夺丁先生的诗作是否适宜发表，则又深感责任重大。我当即

非常郑重地向丁先生保证：“我一定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评判您的诗作。志清喜

欢诗，属于文学派，也请他看看吧，听听他的意见。只有我们两个人都认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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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收进集子；如果两个人看法不一致，就作罢。” 

《延年诗草》述及了一些往事，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是志清副馆长

和我比较看重的，也是我们力主把《延年诗草》收入文集的理由之一。丁先生的

新诗写得很好，富有时代感，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充满青春气息和活力的丁瑜先

生。 

清人张贞《半部稿》自序云： 

“余文稿刻成，客有见者，曰：“此子半部稿邪？”余问其故。客曰：

“古今之自集文，与集昔人之文者，必备诗赋、文章而后谓之全集。是

编有文无诗，故知其半部也。” 

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今人所出的文集，恐怕绝大多数只能算作“半部稿”，

而丁瑜先生《延年集》文章、诗赋俱全，足堪“全集”之名了。 

 

【附记】 

2020 年 6 月 16 日下午约 3 点钟，我忽接陈红彦的电话，她语调沉痛地说，

丁瑜先生今天下午约 1 点钟去世了。我万分惊讶，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因为就在春节前，我曾两次去丁先生家中看望他，一次是得知丁先生身体不适，

和李际宁到丁先生老宅延年胡同探望；一次是和陈红彦、李坚代表古籍馆和善本

组同仁去里仁街图书馆宿舍给丁先生拜年。当时的丁先生，尚还精神矍铄，红光

满面，与我们欢谈甚洽，并一再招呼我们吃水果，离别时，老先生一如既往，坚

持送我们至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开。没想到，这竟成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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